
福利慈善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参与需要和可能

黄剑波

【摘　要】社会的成熟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 , 更是一个社会作为整体的全面发展 , 中国社会已

经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 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社会以及和谐社会这样的概念。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所

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经济资本 , 也需要政治或政府力量 , 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倘若将这些社会资源

和力量视为社会资本 , 宗教无疑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 1996 年国务院 《中国的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 白皮书的数据 , 中国的宗教信徒有 1 亿多人①, 本可以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

但事实上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场景中却很少看到宗教的参与。福利慈善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

个社会成熟的程度 , 其中除了政府理所应当扮演的主导角色外 , 也是社会参与的最为广泛的领域。本文

将福利慈善放置于社会发展的大场景之下来进行考察 , 从对宗教参与福利慈善的历史 、 现状的讨论开

始 , 进而从宗教自身的角度来考察其对于社会参与的内在要求 , 最终探讨宗教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参与

之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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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fare Charities ,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uang Jianbo

Abstract:The maturity of society means not merely economic development , but an all-round de-

velopment of a society as a unity.The society of China has already profoundly realized this point , and has

advocated energeticall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armony of society .The harmoniou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needs no t merely the economical capital , but also needs political forces , govern-

ment aids ,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ali ties of various circles.If these social resources and forces are

regarded as social capital , then , no doubt ,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This art icle at tempts to

inspect welfare charities w ith social development as i ts presupposit ion.It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his-

torical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eligion participating in w elfare charity , then the inner needs of religion

from i ts self ang le , and in the end it describes the possible prospect of religion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so-

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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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历史的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福利慈善

在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中 , 有四类团体起着主要的济贫帮困作用 , 分别是家族 、宗教组织 、 政府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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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体 。事实上这四类团体的施善也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四种慈善类型②。

宗族慈善无疑是最早的 , 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 , 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 、族田 、 贡士庄等已经成

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宋朝 , 宗族慈善得到显著的发展 , 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

种宗族慈善的形式 , 如义庄 、 义田 、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 , 在 “睦族敬宗” 的旗号下 , 对族内成员在

生养 、 学业 、 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此外 , 当时发达的宗族组织还经常有跨社区的联

宗活动 , 以建寺修谱 、 联宗祭祖提供 “精神产品” ;以族规族法 、 宗族审判与宗族调节提供 “秩序产品” ;以

族学 、 科举资助基金 、 族人文集 、族人丛书来提供 “文化产品” 。王朝统治者深信家族内公益的发展是家族稳

定乃至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 , 他们认为如果家族公益完善 , 官府就无需太多干预 , 而社会稳定便可实现 。

在中国 , 家族一直以来都是保障其成员各种福利的重要制度。但必须指出 , 过去关于传统中国 “宗族社

会” 的神话夸大了宗族的能量 , 其实作为社会救济制度 , 宗族慈善有两个主要的限制 。其一 , 宗族慈善的主

要目的并非纯粹的济贫 , 而是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命与声望 。例如 , 义学是为了训练科举人才 , 以便增加家族

成员当官的几率 , 借此加强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声望 。再如 , 为救济寡妇而设的义田是为了避免她们改嫁

而辱及族门 , 也是为了争取更多朝廷旌表的机会以光宗耀祖 、炫显闾里 , 进一步取得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 。

换言之 , 多种物质上的救济方式都是基于收益者以后对家族有直接回报这个原则 。其二 , 家族慈善制度涉及

的受益人有限 。受益人主要是有相当社会资源的大家族的部分成员 , 在宗族制度较弱的地区 , 宗族慈善组织

并不多见 , 就算在宗族制度特别发达的地区 , 宗族慈善也只救济少部分人 , 而非所有族人。因此 , 宗族慈善

的主要意义仍在于宗族制度发展 , 而不在于广义的社会福利。家族救济制度的限制也使得大部分百姓不能依

赖这类制度帮助他们度过生命中的难关 。

宗教慈善在古今中外社会均为常见。西方中古时代的济贫医院主要由基督教会主办 , 至于修道院 、 教堂

收容穷人 、 残废人 、被遗弃的妇女 , 发散食物衣服给地方的贫户等救济活动 , 更是不胜枚举。尽管多数学者

常常强调中国宗族在慈善事业上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西方 , 而西方社会中教会的重要性大于中国 , 但从社会

公益角度看 , 宗教组织的作用可能比宗族组织更大 。事实上 , 中古时期中国的佛教寺院 “实兼宗教与慈善团

体于一身 , 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 , 对当时 、以后之社会民生 , 均有极大之贡献” 。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指出 , 六世纪以后佛教传入中国 , 其义理中含有强烈的行善观念 , 这些理念深

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行善行为③。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 , 有极其浓厚的 “福报” 、 “修福” 的观

念。这种观念推动着当时人们的慈善行为 , 而行善也从此成为中国佛教信仰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这种行善

的理念在南北朝时代 , 即中国式佛教成形的时代 , 进一步得到实践 。实际上 , 早在五世纪末 , 齐武帝 (483 ～

493在位)即基于信奉佛教而立 “六疾馆” 来收养贫病之人。梁武帝 (502～ 548在位)也在 521年于京师建康

(今南京)置 “孤独园” , 养孤幼与贫老者 。这些由皇帝所创建的慈善医院所遗留下的史料不多 , 但我们可以

借此确定这些机构与佛教信仰的密切关系。隋唐为佛教的盛世 , 佛教有三福田 , 以供养父母者为恩田 , 供佛

者为敬田 , 施贫者为悲田。在九世纪中期以前 , 这些教义得到政权的支持使得佛教团体在财力上日益雄厚 ,

而且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当时的寺院宗教慈善筹资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寺院自办的公益经营 ,

二是发动募捐 , 动员信徒参与慈善活动 。在寺院自办产业提供公益资金之风兴起以前 , 就有依靠信众出钱行

善的传统。寺院产业兴起后 , 这种早期的慈善形式也仍然存在 。许多寺院都定期举办斋会 、 法会与盂兰盆会 ,

以作财法二施。虽说主要目的是布教 , 但也有劝募之意 。遇到灾害时 , 不少寺院都要举办祈 法会 , 一是代

民求天 , 二也是借法会向富人募捐用以赈灾。

从南北朝到唐代的这段历史中 , 可看到佛教对社会救济活动的一贯性影响 , 以及佛教组织从五世纪到九

世纪间的壮大过程 。初期由笃信佛教的皇室成员从上而下地推进救济组织 , 到了唐代 , 民间的佛寺已有足够

的社会经济力量来自行组织各类福田院 。但是这种日益庞大的社会经济力量最终危及到世俗政权的统治 , 酿

成从北朝至五代 “三武一宗” 的几次大规模政教冲突与灭佛运动。从此以后 , 在社会救济事业上 , 宗教团体

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 , 主力落在中央政府的身上。

政府慈善无疑一直是主要的福利提供渠道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 , 很早就出现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

主要 、 甚至是惟一的提供者的想法 。在实践中 , 政府统筹推行慈善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末。八世纪初期 , 社会

上纷纷出现的佛教慈善组织已引起政府的猜忌 , 官方开始设专门官员来监督。武则天 (701 ～ 704)曾 “置使

专知” , 监督这些佛寺所管理策划的医院。之后 , 政府要控制这些佛教组织的意愿日益强烈 , 公元 734年 , 玄

宗下令将京师的乞儿全归病坊收管 , 所有经费由政府以利钱支付 。此一诏令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加官方参与

悲田院的份量 , 借此消减佛寺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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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 845年 , 当时的武宗终于废天下僧寺 , 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事件。佛寺被废后 , 政府即

直接承担这些机构的全部经费 , 并委托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来监管机构的行政。从九世纪中期以后 , 政府从佛

教组织的手中承接了慈善组织的管理工作 , 用公款支付慈善组织的开销 , 并挑选了地方耆老管理事务 , 佛教

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因而消减 , 而政府的社会责任相对增加了。这个发展 , 到宋代达到高峰 。宋代政府不是被

动地接收慈善团体 , 而是破天荒地建设了一系列的社会救济机构 , 以满足贫人不同的需要。宋代的做法 , 虽

然不能全面 , 但也显露出中央统筹理念上的成熟 , 直至明清时期 , 这种政府统筹的做法仍占据慈善筹资的主

流。

最后是社会慈善。在中国 , 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 , 但直至民国时期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

业的主要形式。当时灾害频发 , 战乱连年 , 以致生灵涂炭 , 民不聊生。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 , 疲于应付各种

事变。即使有心顾及黎民 , 也力不从心 。由于政府救济不力 , 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善组织来承担。这

一时期 , 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 , 还是慈善家群体 , 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据 1930年国民政

府内政部调查江苏等 18省的救济院和旧有慈善团体 (明清时期设立的慈善团体)时统计的数据 , 总计 566个

县市共有 1621个旧有慈善团体 。又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 1946 年年底的统计 , 全国 29 个省市共有救济机构

3045个 , 其中私立的有 1011个 , 约占 33%。1948年的 《中国年鉴》 披露:当时全国有 4172个救济机构 , 其

中私立者 1969个 , 占 47%。这些数据因调查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 , 但是 , 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一直

数目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中 , 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 、 中华慈幼协会 、 战

时儿童保育协会 、 香山慈幼院 、华洋义赈会等 。当时 , 主办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外国

传教士和外国绅士商人 , 另一部分人多是政府要员的家属 、下野政界官僚 , 或是晚清的遗老遗少 。

一般来说 , 社会慈善事业是国家保障的补充 。如果国家保障功能健全 , 社会慈善事业就会相对萎缩 , 如

果国家保障不堪重负 , 社会慈善事业就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 , 民国时期 , 民间产生了一种超越政府 ,

超越官方的力量 , 这种力量在民国慈善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相当巨大 。

虽然这四种慈善类型并不表现为单一形态的依次更替 , 而是在同一时期处于并存状态 , 但大致上还是看

得出其历史变迁的轨迹及其纵向发展路线。需要指出的是 , 随着近代以来基督教的进入和扩展 , 教会和信徒

成为宗教慈善 , 以及社会慈善的一股重要力量④。

二 、 现状的盘点:当前中国的福利慈善

1949年以后 , 由于当时国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 , 曾经热闹一时的社会慈善事业在中国基本上销声匿迹 。

建国前后 , 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 、 土地改革 、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 、 粮油统购统销 、 教育统一录取 、

就业统一分配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 使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由此 , 中国形

成了一种 “强国家 ———弱社会” 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 , 中间缓冲层面缺失 , 社会自治

和自发组织能力受到剥夺和抑制。其结果是 , 一方面 , 中间组织和中间阶层缺少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另一

方面 , 垄断了几乎全部资源以及暴力手段的国家是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组织 , 任何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

中定位 , 才能得到资源与合法性 , 才能生存下来。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 , 民间的社会公益团体的生存空间被

国家压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现实的需要

当前 , 中国的社会福利需要缺口相当大 , 而造成这些需要的原因非常多样和复杂。其中 , 贫困和自然灾

害是比较显著的两个方面。需要社会支持和福利的人群构成主要有贫困人口 、 受灾人群 、 老年人 、孤儿以及

残疾人等 , 其需要则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 、 医疗和康复 、教育等诸多方面 。

关于贫困问题 , 我们只简单考察几组贫困人口的数据 。据 2002年 《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 的数据认为 ,

截至 2002年底 , 共有 2064.7万城镇居民 、 819 万户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 约占非农业人口 6%⑤。

另据 2003年 《中国经济时报》 题为 “中国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 的报道 , 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于 2140.3 万

人⑥。相比而言 , 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更大 , 统计起来也更为复杂。根据政府正式公布的数据来看 , 1993年全

国为 8000万 , 截至 2002年底为 2800多万人。但是 , 这个数据由于以下两个问题而显得不大可信 。首先 , 贫

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 625 元人民币 , 而国际上公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是人均每天收入低

于 1美元或 2美元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 , 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有 3000万人 , 低收入人口

未 6000万人 (以人均年收入 865元人民币为准), 两者相加为 9000万人 , 占农村总人口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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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灾害方面 ,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而且发生频繁 。2002 年 《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 指出 , 一般年

份 , 每年全国成灾人口一亿多人 , 受灾人口近 2亿人次 , 倒塌房屋大体在 200 ～ 300万间 ,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亿元 , 每年需要救助的灾民一般在 6000 ～ 9000万人 。另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 , 新中国成立以

来 , 每年仅气象 、 海洋 、地震等 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折合成 1990年价格), 呈明显上升趋势:

20世纪 50年代平均每年约 480亿元;

20世纪 60年代 570亿元;

20世纪 70年代 590亿元;

20世纪 80年代 690亿元;

20世纪 90年代前 5年约 1190亿元;

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2200亿元;

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 3007亿元⑦。

中国地震局一份题为 《我国的防灾减灾系统工程》 的研究报告认为 ,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

数国家之一 , 平均每年造成近 2万人死亡 ,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 1/4至 1/6。而且 ,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强 , 自然灾害的损失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 进入 90 年代已达到每年上千亿元的水

平 , 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⑧

社会老龄化也产生了更多社会福利的需要。据中新社北京 2004年 4月 19日报道 , 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与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今天在此间联合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 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

口巨潮 , 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 , 给公共预算和大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这一名为 《银

发中国 ———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⑨的报告认为 , 为了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 中国应该启

动一个老年人保障网络 , 并建立起真正的基金累积制养老金体系 。《银发中国》 指出 , “中国的老龄化浪潮令

人瞠目 。到二★四★年 , 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三亿九千七百万人 , 超过法国 、德国 、 意大利 、 日本和英国

目前人口的总和。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 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 。”

该报告还认为 , 为了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 中国应该启动一个老年人保障网络 , 并建立起真正的基

金累积制养老金体系。

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孤儿和残疾人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顾。按照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显示 , 目前 16

岁以下人口有 3亿多 , 其中不少是孤儿⑩。而在中国 0 ～ 14岁儿童中 , 有残疾儿童 900 余万人 , 占全国同龄儿

童总数的 2.66%。残疾人口的数字也相当惊人 , 为 6000万 , 约占总人口的 5%。

2.政府的努力及福利社会化的需要

过去的几十年中 , 政府一直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责任 ,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 人力和物力。在

很多刊物和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决心和投入 , 例如 《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 (社会福利黄

皮书 ,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 1998～ 2004);《民政政策理论研究》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 1999～ 2004);《中

国民政》 (民政部机关刊 ,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报》 (民政部机关报 , 中国社会报社);《中国民政

统计年鉴》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 1995 ～ 2004)等。

但是 , 必须指出的是 , 随着绝对人口的不断增加 , 老龄化问题的日渐加剧 , 以及前面提到的种种社会福

利慈善需要 , 有限的政府资源显然不能满足所有张开的口子 。《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 也指出 , 目前民政事

业发展从总体来说还不完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分别表现为:

一是民政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 、

规范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思想观念陈旧 、创新意识不强等问题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民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

与新形势下解放思想 、 更新观念 、 转变职能 、 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加速民政事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三是资金投入机制不够完善 , 社会筹资渠道不够畅通 , 与民政事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11。

显然 , 政府已经意识到完全由单一的官方资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慈善需要是不现实的 , 而且这

样的制度安排和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民间机构和个人的社会参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2000年 2月 ,

国务院转发了民政部等 11个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 , 其中指出: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 老年人口基数大 , 增长快 , 特别是随着家庭小型化的发展 , 社会化养老的需求

迅速增长。同时 , 残疾人和孤儿的养护 、康复条件也亟待改善。但是长期以来 , 我国社会福利由国家和集体

包办 , 存在资金不足 、福利机构少 、 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 ,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福利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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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 已经引起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 , 必须从长远和全局出发 ,

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 , 大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 , 加快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 这对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社

会保障制度 , 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 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 , 对于扩大内需 , 拉

动经济增长 , 增加就业 , 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那么当前的社会大众参与的慈善公益事业的状况如何呢 ? 2002年 12月 , 中国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公开承

认仍然相当不足 , 他甚至用 “十分落后而不是一般的落后” 来描述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 12。范宝俊还表示 , 目

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严重滞后 , 与国家对慈善公益事业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直接相关。他希望法律为

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规范蓝本和管理制度。慈善公益事业落后首先表现在中国慈善机构的数量上 。中国的慈

善公益组织大约 100个 , 而美国 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有 120万个。而且 , 中国绝大多数慈善

公益机构是 “官办” 的 , 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另外 , 目前中国慈善机构动员资源的能力也相当孱弱。1998

年 , 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 6214 亿美元 , 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9%, 而

中国的同一指标不到 0.1%。

不少学者指出 , 当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之所以难以健康 、 快速发展 , 除了观念问题 , 公众认同问题等之

外 , 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的缺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目前 , 中国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

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 , 如慈善公益组织制度 、 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 , 如募捐善款 、救助项目开发等

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从消极方面来讲 , 这些法律空白如果不能得到填补 , 慈善机构或个人就难以进

行慈善活动 , 甚至可能还会 “出事” 。从积极方面来看 , 合宜的法律和政策可以鼓励和发动社会大众的参与 。

政府可以考虑参照西方国家的惯例 , 在政策上对慈善事业有所倾斜。当然其中最大的就是税收杠杆倾斜 , 如

通过对慈善公益捐献减免税收 , 开征遗产税 、 所得税 、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等 , 以实现对公益事业参与者

的税收照顾和优惠 , 从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3.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宗教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 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

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 “市场” 取代 “计划” 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中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

和自由活动空间 , 由此产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同时 , 因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沟通中介 , 政府也有

意识地培育了许多官方非营利组织。另外 , 以 “小政府 、 大社会” 为标志的社会改革使得社会从政府手中接

管了许多社会管理职责 , 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 “社区建设” 、 “社会福利社会化” 等使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

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 , 社会慈善事业重新得到了生长和发育的土壤。但是 ,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益相对

于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公益而言 , 有着显著的差别 。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慈善筹资的动员方式上。当

前慈善筹资通常是直接面对匿名的大众 , 动员者缺乏对被动员者生存所必须的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被

发动起来的参与者 , 之所以选择参与 , 是因为他们认同了动员者所提供的某种意识形态 , 某种信念 。在决定

是否参与时 , 被动员者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 , 他们不会因为拒绝参与而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次 , 现代社会慈善筹资的范围更广。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 , 公益事业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 , 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而中国近代公益事业在短短十年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 “希望工程” 、 “爱心基金

会” 、 “中华慈善总会” 等之所以能让国内外人士耳熟能详 , 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

大规模 、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希望工程为例 , 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对全国 29个省会城市的 16岁以上居民

进行随即抽样调查:93.3%的人知道希望工程 。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 , 63.5%的居民本人以各种方式为

希望工程捐过款 , 61.6%的居民所在单位为希望工程举行过劝募活动 , 另有 48.8%的调查者回答家庭中有其

他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结果表明 , 希望工程在城市社会中有比较雄厚的群众基础 , 捐赠者队伍相当庞大 。

另外 , 截至到 2002年 , 中华慈善总会在短短 7年中 , 共筹集善款近 12亿元 13。

第三 , 现代社会慈善筹资的方式更多样 。慈善活动参与者们对现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绝不是简单的

“掏钱” 而已 , 而是系统性的 、全方位的 。他们中不仅有捐款捐物的捐赠者 , 有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慈善活

动摇旗呐喊者 , 还有以发动自己身边的人参与慈善活动为业的民间义务组织者。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慈善团

体组织的各种活动 , 并且直接参与了慈善活动的决策过程 。此外 , 在中国许多慈善团体的运作中 , 一直贯彻

着以社会化方式对自身进行监督的理念。参与者们参与慈善筹资的监督 , 不仅促进了慈善活动的社会化 , 而

且这种社会化监督的姿态又进一步地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

逐渐变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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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系统工程中 ,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参与进来 。据 1996年 《中国的宗教

信仰自由状况》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 。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 天

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 、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 。据不完全统计 , 中国现有各种

宗教信徒一亿多人 , 宗教活动场所 8.5万余处 , 宗教教职人员约 30万人 , 宗教团体 3000多个 。宗教团体还办

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 74所 。” 另据 《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 尽管这份更为新近的报告基本

重复了上一个报告的主要数据 , 而没有列举各宗教人数的变更情况 , 但其中可以看到宗教活动场所一项有比

较大的变化 , 从 1996年时的 8 、 5万增加到了 10万余处。

这些数据无非是要表明 , 宗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社会资源 。在当前中国巨大的社会福利慈善需要 , 以及

有限的政府资源的情况下 , 社会资源无疑应当被吸纳和鼓励参与到这个社会工程中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需要 , 而且随着社会的成熟发展以及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 其更大范围地参与社会慈

善公益事业的可能也会随之增加。

三 、 信仰与实践:宗教对社会服务的内在要求及社会效果

如果说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强烈的工具论味道的话 , 宗教本身其实也具有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

的内在要求和推动力。所有的宗教所要求其信徒的不仅只是观念上的信仰 , 而且也都普遍要求其有行为上的

实践。以基督教为例 , 圣经中有很多处经文要求信徒要彼此相爱 , 而且还有关于救济贫困 、 扶持弱小 、 关爱

鳏寡等方面的教导 。例如 , 《马太福音》 25章 35-40节:

因为我饿了 , 你们给我吃;渴了 , 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 , 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 , 你们给我穿;我

病了 , 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 , 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身上 ,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关怀 , 并且将之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换言之 , 一个信徒

对他人的帮助 , 实际上正是在实践或 “活出” 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当牧师和传道人将这样的经文反复讲解给

信徒后 , 这个观念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 并进而影响信徒的行为和生活 , 从而产生和释放出社会参与

和服务的能量 14。

在福利慈善高度社会化的美国 , 学者就发现由于社会服务和参与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有机部分 , 从而产生

了一个社会现象 , 即宗教信徒和宗教组织更倾向于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独立部门在 1992年和 1994年的

调查表明 , 52%的美国人参加志愿工作 , 其中有 28%志愿参加宗教工作。而在志愿人员中 , 34%的人认为他

们参加社会志愿工作与宗教有关。60%的人说他们绝对相信上帝 , 79%的人说他们相信上帝存在 , 78%的人

说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宗教精神 , 比 1994年上升 20% 15。

其他研究也发现 , 由于宗教提倡行善 , 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往往更容易参加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活动。据统

计 , 近半数的有组织性的社团与教会有关 , 半数的个人慈善事业具有宗教性质 , 一半的志愿者行为也与宗教

有关。75 ～ 80%的教会成员向慈善事业捐献 , 而非教会成员捐献的数字是 55 ～ 60%;50 ～ 60%的教会成员有

志愿者经历 , 而非教会成员中仅有 30 ～ 35%。虔诚的信仰者往往更愿意向教会以外的活动提供时间和金钱 。

即便除去人们向宗教事业的捐献不考虑 , 参与宗教组织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慈善和志愿行为 16。

事实上 , 定期参加宗教组织活动的人比其他人 (有些也参与志愿性活动)更珍视救助危困的价值。大量

证据表明 , 参与宗教活动本身可以强化教徒宗教信仰在慈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人们不参加宗教活动 ,

信仰本身的利他主义效果就会大为减弱 。比较研究也证明美国志愿行为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是美国人参加宗

教活动的比例较高 17。下面两个表格是关于美国志愿者情况的一个统计 , 从中不难看出宗教对志愿者捐赠行为

的影响 。

志愿工作的时间和频率调查
 18

所有被调查者 志愿者

去年做过志愿工作　上月志愿工作时间 去年做过志愿工作　上月志愿工作时间

(小时) (小时)

所有志愿工作 50.9% 8.0 100% 19.9

有关宗教 26.6 1.67 52.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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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育 16.3 0.96 32.0 2.41

有关健康 12.3 0.63 24.3 1.58

有关环境 7.1 0.12 14.0 0.31

　　说明:1.约 51%的美国人去年曾做过志愿工作 , 近 27%的人做过有关宗教的志愿工作 , 而只有约 16%的人曾做过有关教育

的志愿工作;在所有作过志愿者的美国人中 , 有 52%的人做过有关宗教的志愿工作 , 只有 32%的人做过有关教育的志愿工作。

2.美国人平均上月志愿工作时间为 8小时 , 其中 1.67小时的工作与宗教活动有关 , 而花在教育上的时间不到 1小时;所有志

愿者上月平均志愿时间为近 20小时 , 其中 4.29小时与宗教工作有关 , 用于教育的只有 2.41小时。

3.不管比较人数比例还是工作时间 , 美国人用于有关宗教的组织的时间和精力均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

志愿者来源及志愿工作类型 19

志愿工作类型 来自教堂 会员组织 工作 朋友 家庭成员 自发的

各种类型 34.8% 12.6% 13.2% 25.8% 29.8% 22.8%

宗教的 60.0 13.2 11.5 24.6 29.6 22.0

非宗教的 30.4 15.6 16.6 27.9 33.8 24.9

非正式的 20 35.2 17.2 16.5 33.7 37.7 28.0

倡导的 32.5 21.7 18.3 34.6 36.3 30.8

　　在福利慈善捐款方面 , 研究也同样发现类似的现象 , 即宗教会推动信徒的社会服务和参与 。下面两个表格

就是非常好的说明 。

教会成员与非成员捐款模式比较 21

1989 1991 1993 1995向各种慈善事业捐款的家庭比例

教会成员 77% 76% 78% 71%

非成员 55% 55% 54% 49%

向非宗教性慈善事业捐款的家庭比例

教会成员 57% 59% 58% 53%

非成员 52% 52% 50% 47%

每年每户向非宗教性慈善事业捐款数量

教会成员 ＄278 ＄265 ＄242 ＄257

非成员 ＄255 ＄190 ＄189 ＄208

　　说明:

1 、 尽管 1993到 1995年间人们 (教会成员和非成员)向慈善事业捐款比例有所下降 , 但历年来成员捐款的比例皆明显且稳定

地高于非成员 (20-25%)。

2 、 历年来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捐款的比例皆高于非成员 (5-7%)。

3 、 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捐款的数量也高于非成员 , 如 1995年 , 前者平均比后者高约 20%(＄257比＄208)。

1995年教会成员与非成员向非宗教性质慈善事业捐款

家庭收入比较 22

宗教组织　　　　　　　　　　　1995 年家庭收入

<＄20 , 000 ＄20-39 , 999 ＄40-74 , 999 ＄75-99 , 999 >＄100 , 000

成员 ＄70 ＄160 ＄350 ＄700 ＄1490

非成员 ＄25 ＄140 ＄275 ＄690 ＄1150

二者百分比 280% 114% 127% 101% 130%

　　说明:

不论家庭收入水平如何 , 教会成员向非宗教性质慈善事业捐款的比例和数量均不低于非成员 , 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中 , 则

明显高于非成员 (280%和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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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中国历史上 ,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参与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成功先例 。宗教慈善向来是中国社会的有益

组成部分。

从中国现实的需要来说 , 也确实需要在政府投入这个来源之外 , 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满足庞大的社会福利

需要和缺口 。其中 , 宗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社会资源。

从国外经验上来看 , 美国社会允许和鼓励宗教信徒和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 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由民

间社团 (其中主体是宗教团体)来承担。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政府负担 , 个人与民间团体的积极介入也协助形

成了 “大社会 、小政府” 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时在另一方面 , 也许尽管不能完全达到 “老有所养 , 幼有所 ,

鳏寡孤独 , 各有所依” 的理想状态 , 但在事实上这也满足了社会的部分真实需要 。

宗教自由不仅意味着简单的 “信仰” 自由 , 更为重要的是其信仰实践的自由。同时 , 对于多数宗教来说 ,

其信徒实践信仰的重要方面就在于社会服务和社会参与这些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活动场所之外的活动 , 或

者所谓的 “非宗教活动” 。事实上 , 很多宗教在其教义上就赋予了社会服务活动的神圣性和正当性。换言之 ,

法定的宗教自由应当包括对其信徒参与社会服务 , 展开社会公益活动的自由。

总之 , 立法保障宗教信徒和宗教团体的非宗教活动权利 , 就可以在事实上保证宗教自由的实现 。而这在

客观上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需要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渠道 , 对已经不堪重负的政府和社会来讲都是有益的补

充 , 对于那些处在极度需要或困苦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更是 “及时雨” 、是 “雪中炭” 、是 “福音” 。如此双赢的

局面 , 何乐而不为呢 ?

注释:
①由于这是 10年前的官方数据 , 多数研究人士同意中国目前的宗教信徒可能会更多。 另外 , 如果我们将更多受到宗教教义

(特别是民间佛教)影响的普通民众计算在内的话, 其数字将会非常惊人。 ②本节讨论主要参考 《中国慈善筹资历史研究》 。 ③谢

和耐 , 1991:《中国和基督教》 , 耿升译 , 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参看刘继同:“生存战略或文化交流: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

业概览” , 见 《信仰的伦理: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 9辑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003 年。 ⑤报告中还指出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主要问题:一是城市低保补差水平明显偏低, 低保资金仍有缺口。二是低保对象的大病医疗问题亟待解决。三是低保人数仍

将增加 , 工作任务依然艰巨。 ⑥该数据源自民政部的统计 , 截至 2003年 3月 31日 , 全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2140.3万

人。考虑到目前对低保人数的统计渠道和统计体制存在着不少漏洞和死角 , 而且地方政府对于低保人数的统计有时基于自身的财

力而在统计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低保人数的盘子 , 我们才提出上述比较保守的数据。 ⑦转引自 h ttp://www.cas.ac.cn/ html/ Books/

O61BG/ c1/ 2002/ 1/ 5/ 1.5_4.htm⑧转引自 ht tp:// 210.72.100.6/ %E4%B8%AD%E5%9B%BD%E7%9A% 84%E5%87%8F%

E7%81%BE%E7%B3%BB%E7%BB%9F%E5%B7%A5%E7%A8%8B.htm ⑨www.csis.org/ gai/GrayingKingdom.pdf⑩ht tp://

www.china.com.cn/ chinese/zhuanti/minzheng/ 367218.htm  11 ht tp:// www.china.com.cn/chinese/ zhuan ti/minzheng/ 360826.htm  12

h ttp://www.chinanew s.com.cn/ 2002-12-10/ 26/ 251715.html 13但需要指出的是 , 其中 50%来自国外 , 10%多来自港澳台 , 而

中国内地捐款只占 30%左右。  14其他宗教 , 如佛教 , 也有类似的这种教导 , 劝人为善 , 扶贫济弱。  15朱世达:《市民参与中的变

数———美国市民社会现状一瞥》 , 《世界知识》 2001 年第 15 期。  16Virginia A.Hodgkinson , Murrat S.Weitzman , and Arthur

D.Kitsch , “From Commitment to Act ion:How Religious Involvement Affect s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and Mordechai Rimor and

Gary A.Tobin , “ Jew ish Giving Patterns to Jew ish and Non-Jew ish Philanthropy.” Both in Faith and Philan thropy in America ,

ed.Robert Wuthnow and Virginia A.Hodgkinson (SanFrancisco:Jossey-Bass , 1990), pp.93-114 , 134-64. 17A.Greeley , “ The

Other Civic America:Religion and S ocial Capital” , in American Prospect32 (May -June , 1977), pp.68-73. 18Giving and Volun-

t eering Survey , Gallup Organization , conducted in1989 , 1991 , 1993 , 1995. 19同上. 20非正式的志愿工作范围很广 , 包括帮助某个

邻居 、 朋友 , 临时性的帮助某个组织 , 花时间帮助朋友照顾老人或照看小孩。  21Giving and Volunteering Survey , Gallup Organiza-

t ion , conducted in 1989 , 1991 , 1993 , 1995. 22Giving and Volun teering Su rvey , Gallup Organizat ion , conducted 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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